
第 ４５ 卷第 １３ 期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５，Ｎｏ．１３
Ｊｕｌ．，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１５７８２５０）；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３Ｊ０１１１１０）；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ＦＪ２０２１Ｃ１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２⁃２１；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５⁃００⁃００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ｚｚｈｉ＠ ｈｑ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０３ ／ ｊ．ｓｔｘｂ．２０２４１２２１３１３５

陈墅香，陈溢晨，刘塨．共生理论视角下多功能“人居⁃湿地”网络识别．生态学报，２０２５，４５（１３）：　 ⁃ 　 ．
Ｃｈｅｎ Ｓ Ｘ， Ｃｈｅｎ Ｙ Ｃ， Ｌｉｕ Ｇ．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ｗｅｔｌ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５，４５（１３）：　 ⁃ 　 ．

共生理论视角下多功能“人居⁃湿地”网络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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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地为人居环境提供多种功能，主要包括创造多样化的生物栖息地，降低区域雨洪风险，并通过与周围文化设施的互动来

提供文化服务，满足人居环境“生活－生产－生态”需求。 然而，目前缺乏有效识别湿地网络中各廊道功能差异的方法，盲目的湿

地保护与利用都将破坏人居环境的宜居性和可持续性。 基于共生理论，以莆田主城木兰溪流域为例，将生活防洪、文旅产业和

生态保护 ３ 项基本人居环境需求整合到湿地廊道的发展框架中，提出了多功能“人居⁃湿地”共生网络的识别方法。 该方法涉及

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ＭＳＰＡ）、景观连通性指数、最大熵模型（ＭａｘＥｎｔ）、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ＣＲ）和水文径流分析等，同时，将
雨洪淹没风险、人文景观密度和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转化为各功能性阻力因子，提取潜在湿地廊道，优化湿地网络结构。 研

究结果表明：（１）土地利用类型对湿地形成的影响最为显著，占比高达 ８６．９％，其次是气候和地形因素的影响。 （２）在莆田主城

流域识别出 ３２ 块湿地生态源，提取了 ３９ 条潜在雨洪调节廊道、５４ 条人文滨水廊道和 ４０ 条生态湿地廊道，其中三种功能复合廊

道占 ５６％，两种功能复合廊道占 １５％。 （３）在研究区域内构建了三级湿地网络结构，其中一级湿地网络形成了“三纵三横”的空

间格局。 为城市湿地及滨水区域的多用途空间规划、设计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湿地网络；人居环境；共生理论；多功能廊道；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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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指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或人工的积水地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的定义，涵盖

了常年或季节性积水的水域，以及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海域［１］。 湿地面积仅占陆地表面的 ４％—９％，却
提供了 ４０％的生态系统服务［２—３］。 然而，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人居环境建设侵占湿地，填埋河流、湖泊，硬
化城市下垫面［４］，导致洪涝灾害频发、湿地生态破碎和滨水空间恶化甚至消失［５］。 据统计，１９７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全球近 ３５％的湿地消失［６］，其消失速度是森林的 ３ 倍［７］，而中国近 ５０ 年湿地减少了 ６０％［８］。
为了解决人居环境建设与湿地生态保护的矛盾，学者们已开展了许多相关研究，集中于人水及城水共生

关系［９—１０］、湿地生态系统服务［１１］、湿地生态网络修复［１２］、蓝绿基础设施建设［１３］ 和滨水空间提升［７］ 等方面。
人水及城水共生研究关注城市发展与水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９］，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湿地的生态效益；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侧重于定量评估湿地的生态功能，如淡水供给、气候调节和物种保护等［１４］，难以直接指

导湿地的保护与利用；湿地生态网络研究强调构建湿地生态安全格局［１２，１５］，忽略了湿地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蓝绿基础设施与滨水空间研究多关注局部区域的实践［７，１３］，未能充分考虑人居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和全局性。
综上所述，尽管这些研究在各自领域做出了贡献，但如何实现湿地保护利用和人居环境“生活⁃生产⁃生态”功
能的和谐共生，探索湿地的多重效益和人居环境的多元需求协同，仍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湿地网络连通直接影响流域水循环、城市水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１６—１７］。 湿地网络的构建方法主要

包括生态网络和水文径流分析等。 生态网络方法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１８］，最早在 １９７６ 年被提出，并于 １９９０
年代得到广泛应用［１９］。 该方法通过“生态源识别⁃阻力面构建⁃生态廊道提取⁃生态网络优化”的基本范式［２０］，
将分散的景观斑块通过生态廊道连接成空间网络［２１］。 现有研究已采用 ＭＳＰＡ、ＭＣＲ、电流理论模型或图论法

来识别湿地生态源和潜在湿地廊道［１２，２２］。 除了生态网络方法，水文径流分析也是识别湿地网络的有效手

段［２３—２４］。 利用 ＧＩＳ 的水文分析工具对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据进行河网分析，可以模拟和评估径流河网的

特征，从而优化湿地网络。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将功能性纳入湿地网络构建，研究视角逐渐从单一的湿

地生态保护网络［１２，２５］扩展至湿地气候调节网络［２２］、湿地观鸟休闲网络［２６］、湿地文化景观网络［２７］、湿地雨洪

调蓄网络［２８—２９］等多个维度。 然而，这些研究尚未充分考虑多功能湿地网络与人居需要之间的共生关系，缺乏

“人居⁃湿地”共生网络的识别方法。
木兰溪综合治理已纳入中国“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为莆田主城流域河湖湿地及水岸发

展带来新机遇。 因此，本研究利用生态网络和水文径流分析方法，以莆田主城木兰溪流域为案例地，提出整合

雨洪调节、文化服务和生态保护的“人居⁃湿地”共生网络识别框架。 研究聚焦于以下三个核心问题：（１）如何

从共生理论视角探讨人居环境与湿地生态系统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依存关系；（２）如何将湿地形成的影响

因素与人居环境对湿地发展的驱动因素整合到湿地网络构建中；（３）如何通过多功能“人居⁃湿地”共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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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市湿地管理和滨水空间提升实践。 本文的主要目标包括：（１）阐明“人居⁃湿地”共生的内涵、特征和驱

动机制；（２）提出一个多功能“人居⁃湿地”共生网络识别框架；（３）将该方法框架应用于莆田主城流域，验证其

可行性。 研究旨在提高莆田主城流域湿地生态系统的连通性，为人居环境功能布局优化提供新思路，对城市

湿地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１　 理论框架

１．１　 “人居⁃湿地”共生

“共生”源于 １８７９ 年德国生物学家 Ｂａｒｙ［３０］提出的一个生物学概念，描述不同生物体之间共同生存、协同

进化或相互抑制的联系。 １９９８ 年中国学者袁纯清［３１］将“共生”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此后该理论在国内逐渐

扩展到社会学、城市规划和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３２—３４］。 “共生”被认为是一定共生环境下共生单元间按某种

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３１，３５］，用以探讨不同系统或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 “人居⁃湿地”共生理论源于功能湿地

理念［３６—３７］，强调将雨洪管理、水源涵养、污水治理、中水回用以及生态景观等功能有机融合［１５，３８—３９］，以实现湿

地生态与人居环境的协同发展。 尽管已有学者基于共生理论探讨了人水共生系统指标［９］、河流健康评价［４０］、
港城共生模式［３４］以及水村聚落共生关系［４１—４２］等，但鲜有学者从“人居⁃湿地”共生视角系统阐述人居系统与

湿地系统有效共生的内涵、本质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 该理论不仅关注水体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还考

察湿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多重功能及其在人居环境中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因此，采用这一理论框架能

提供更全面的整体认知视角。

图 １　 “人居⁃湿地”共生概念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人居⁃湿地”共生理论包括四个核心要素：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和共生模式（图 １）。 共生单元

指人居系统与湿地系统，是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交换单位。 共生环境则涵盖影响共生体的所有外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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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主要指流域范围内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因为流域是水循环和水资源管理的基本单位［４３］。 共生界面是指在

共生环境中，不同共生单元之间的通道，也是它们相互作用所需的媒介［４４］，滨水空间即为这一界面。 此外，共
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间交互作用的方式，包括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等行为模式，
以及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组织模式［３１］。 综上所述，“人居⁃湿地”共生旨在流域尺度上

实现人居系统与湿地系统对称性互惠的一体化共生。
“人居⁃湿地”共生包括内共生与外共生两个层次（表 １、图 １）。 内共生发生在湿地内部，外共生则在湿地

与人居环境的共生系统之间形成。 湿地单元之间的内共生是共生系统形成的必要条件，湿地网络的连通性是

保障内共生的基础，通过湿地廊道连接湿地斑块；外共生则在湿地网络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形成湿地网

络与人居环境之间更高层次的共生模式。 湿地能够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减少洪涝风险和改善生活质量；与此

同时，合理的人居环境规划与管理也能促进湿地的保护和恢复。 传统的城市化进程往往过度强调工业化和经

济增长，忽视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共生理论强调城市湿地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动态平

衡，并倡导对共生环境的主动改造。

表 １　 内共生与外共生的内涵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ｘｏ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共生层次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

共生单元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ｕｎｉｔ

共生界面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共生环境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共生目标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共生关系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内共生
Ｅｎｄｏ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湿地斑块 湿地廊道 生态基质 湿地网络的连通

湿地内部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外共生
Ｅｘｏ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湿地 系 统、 人 居
系统

滨水空间 流域环境
对称性互惠的一
体化共生

湿地与人居环境生活、生产和生态
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人居环境建设的“三生”（生活、生产、生态）驱动力与湿地生态系统的“四服务”（调节、文化、支持和供给

服务）之间的共生联系，构成了“人居⁃湿地”共生网络的核心驱动机制（图 １）。 湿地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是人

居环境生活、生产和生态过程的基础，调节、文化和支持服务与这些需求形成相对应的紧密关联。 人居环境对

湿地发展的驱动因素复杂多样，但防洪、创造人文景观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被视为最核心的因素［４５］。 首先，湿
地通过“雨洪调节”功能为人居环境生活提供安全保障，收集和净化雨水，减轻城市排水压力，同时充足的水

量也能维持自身生态功能。 其次，经济驱动的生产活动与湿地的文化服务相结合，通过“文旅产业”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 湿地自然景观与人居文化资源融合，丰富的历史记忆和地域特色塑造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实现

自然与文化的共生发展。 再者，湿地生态修复与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 健康的生态环境不仅维护

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保障生物多样性，还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因此，本文将生活防洪、文旅产业和生态保护

作为湿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识别雨洪调节、人文滨水和生态湿地廊道对城市湿地管理和滨水空间开发具有

引领性作用。
１．２　 湿地网络连通

水文连通对湿地系统的维持极其重要［４６—４８］，湿地并非孤立的空间，而是复杂联动的生态系统。 自 １９８０
年 Ｖａｎｎｏｔｅ 提出“河流连续体”概念以来［４９］，水文连通性受到水文学、生态学和地理学等领域的关注。 生态网

络分析提供了一个湿地景观连通性框架［１９，５０］，将重要的湿地斑块作为关键节点，根据景观阻力成本生成连通

关键节点的湿地廊道［４３］，从而优化湿地网络。 然而，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１）景观阻力因素的确定及其权重

赋值尚未达成共识［５１—５２］。 一方面，景观阻力因素通常以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和坡度等为主，缺乏综合考虑景

观、气候、地形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各因素权重赋值通常采用专家打分结合层次分析［１２］，主观性较

强，难以保证景观阻力模拟的准确性。 （２）部分研究已关注到生态源地选择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

性［５１］，但忽略了湿地廊道与人居环境需求的匹配问题。 单一功能的湿地廊道难以兼顾生活、生产和生态需

求，无法发挥其复合效益［２６］。 （３）多数研究结果仅呈现无方向性的拓扑网络结构［１２，２２］，无法直接指导规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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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４）现有研究范围往往局限在行政区划层面（如省、市、区、县等） ［２５，５３］，较少考虑流域环境对湿地水文连

通性的影响。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进行了多项创新探索。 首先，采用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确定基础阻力因素及其权重，避

免了专家的主观偏差。 该模型通过最大熵算法判断影响湿地分布的关键变量［５４］，最初主要用于预测物种的

潜在空间分布［５５］，近年来逐渐扩展应用于各种空间适宜性研究［２６，５６］。 其次，将防洪、文化和生态 ３ 项基本人

居需求整合进湿地廊道识别框架，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解析湿地网络的多功能性及其复杂结构。 第

三，基于生态网络分析，结合水文径流分析，梳理现状水网结构，构建可实施的湿地网络。 此外，通过流域和主

城区划界定研究范围，保障湿地水文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总体而言，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更综合、精准且易于操

作的湿地廊道规划与湿地网络分析框架，为湿地生态网络的构建提供了新视角。

２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概况

莆田是福建省的地级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 该区域人口密集、水域发达，具有河网密布、湖荡联海的水

乡特色。 莆田市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年平均气温在 １６—２１℃之间，年平均降水量在 １０００—２３００ｍｍ 之间，其中

５—９ 月雨量多、强度大，易受洪涝威胁。 莆田主城区位于木兰溪流域中下游的南北洋平原，优越的地理条件

不仅孕育了丰富的湿地资源，还形成了浓厚的人文底蕴，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莆田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提出以木兰溪水生态治理为基，推进蓝绿空间网络和特色开敞空间的建设，推动沿溪

文旅产业发展，打造山水生态组团城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研究以湿地网络作为空间组织手段，明确各湿

地廊道功能，为规划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本研究结合木兰溪流域范围重新划定莆田主城流域研究区域，总面

积为 ６９８．５５ｋｍ２，其中湿地面积约 ２４．１２ ｋｍ２（图 ２）。

图 ２　 莆田主城流域区位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ｉｎ Ｐｕｔｉａｎ

２．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所用数据包括 ２０２１ 年莆田主城流域的土地利用、数字高程模型、气温、降水、水系、路网、人口分布

以及人文景观兴趣点（ＰＯＩ）等，具体来源详见表 ２。 主要数据处理方法如下：土地利用数据来自欧洲空间局

（ＥＳＡ）１０ｍ 高分辨率数据，经过重分类处理，划分为林地、草地、耕地、建成用地、湿地和裸地六类。 数字高程

模型采用地理空间数据云的 ＧＤＥＭＶ３ 数据。 在 ＧＩＳ 软件中对该数据进行填洼、流向和盆域分析，提取木兰溪

流域，再叠加城厢区、荔城区、涵江区和秀屿区的行政边界，明确主城流域空间范围。 此外，人文景观数据通过

百度地图开放平台获取，涵盖公园、景区、寺庙、古迹和展览馆等兴趣点，并将其划分为休闲景观、历史文物和展

览文化三类。 所有地理空间数据均采用 ＷＧＳ＿１９８４＿ＵＴＭ＿Ｚｏｎｅ＿５０Ｎ 坐标系统，并统一重采样为 １０ｍ 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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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分辨率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获取地址
Ａｃｃｅｓｓ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ｏｒ

土地利用 Ｌａｎｄ ｕｓｅ 欧洲空间局 １０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ｃｏｖｅｒ２０２１．ｅｓａ．ｉｎｔ ／

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地理空间数据云 ３０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逐日降水数据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美国国家环境信息中心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ｃｅｉ．ｎｏａａ．ｇｏｖ ／

逐月平均气温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１ｋｍ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ｔｐｄｃ．ａｃ．ｃｎ ／

逐月平均降水量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逐月大气湿度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逐日土壤水分数据集 Ｄａｉｌｙ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行政边界矢量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ｖｅｃｔｏｒ 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
系统

１ ∶１００ 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

居民点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主要水系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主要道路 Ｍａｊｏｒ ｒｏａｄｓ

高精度水网矢量数据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ａｔａ 开放街道地图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

人口分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９０ｍ ｈｔｔｐｓ： ／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ｏｒｎｌ．ｇｏｖ

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数据服
务中心

１０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人文景观兴趣点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百度地图 — ｈｔｔｐｓ： ／ ／ ｌｂｓｙｕｎ．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２．３　 方法概述

本研究提出了综合雨洪调节、文化服务和生态保护的多功能“人居⁃湿地”共生网络识别方法。 研究过程

分为四个步骤（图 ３）：第一步，湿地生态源识别。 通过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ＭＳＰＡ）和景观连通性指数识别

重要湿地生态源。 第二步，综合阻力面构建。 利用最大熵模型（ＭａｘＥｎｔ）分析影响湿地分布的环境因子及其

权重，构建基础阻力面。 随后，运用径流曲线数法（ＳＣＳ⁃ＣＮ）分析雨洪淹没风险分布，核密度估计（ＫＤＥ）分析

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情况，香农多样性指数（ＳＨＤＩ）分析生物多样性景观格局，并将这些结果转化为功能性阻

力因子，构建综合阻力面。 第三步，潜在湿地廊道提取。 利用最小累积阻力（ＭＣＲ）模型提取各功能潜在湿地

廊道；第四步，多功能湿地网络优化。 通过 ＧＩＳ 水文分析提取径流河网，并与潜在湿地廊道和现状水网进行叠

加分析，识别和修复多功能、多层级的湿地网络。
２．３．１　 湿地生态源识别

生态源识别是构建生态网络的基础［５７］，ＭＳＰＡ 是识别生态源的有效方法之一。 ＭＳＰＡ 基于数学形态的映

射算法识别目标像素集与结构元素之间的空间拓扑关系［５８］，并将目标元素集分为核心区、桥接区、边缘区、环

道区、孔隙、支线和孤岛 ７ 种类型［１２，５９］。 首先，在 ＧＩＳ 软件中对土地利用数据重分类，将湿地赋值为 ２，即前

景，其它地类赋值为 １，即背景。 然后，将该栅格图像导入 ＧｕｉｄｏｓＴｏｏｌｂｏｘ 软件，设置边缘宽度为 ３ 像元，即
３０ｍ，识别湿地景观类型。 核心区作为前景像元中较大的湿地斑块，通常被视为生态源［１２，２２］。 然而，过多的生

态源将导致网络结构复杂，影响廊道功能识别。 因此，需要进一步筛选出重要的核心区斑块。
景观连通性指数能够衡量区域内斑块的连通性水平［５７］，常用于评估核心湿地斑块的重要程度。 在

ｃｏｎｅｆｏｒ ２．６ 软件中，计算连通性指数 （ＰＣ） 和斑块重要性指数 （ｄＰＣ）。 斑块 ｄＰＣ 值越大表示其对景观连通性

越重要［５８，５９］。 计算公式如下：

ＰＣ ＝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ａｉａ ｊ Ｐ∗

ｉｊ

Ａ２
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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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人居⁃湿地”共生网络研究流程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ＳＰＡ：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ｘＥｎｔ：最大熵模型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ｏｄｅｌ；ＳＣＳ⁃ＣＮ：径流曲线数法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ｕｒ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ＫＤＥ：核密度估计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ＤＩ：香农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ＭＣＲ：

最小累积阻力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ＥＭ：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ＰＣ＝
（ＰＣ－ＰＣｒｅｍｏｖｅ）

ＰＣ
×１００％ （２）

式中，ｎ 为斑块的总数，ａｉ 、ａ ｊ为斑块区域面积，Ｐ∗
ｉｊ 为物种在斑块 ｉ 和 ｊ 之间扩散的最大概率，Ａ２

Ｌ为景观的总面

积，以及 ＰＣｒｅｍｏｖｅ为删除某斑块后的景观连接度指数。

最后，参考相关文献［１２，５７］ 以及研究区实际情况，选取面积＞１ ｈｍ２且 ｄＰＣ＞０．０５ 的核心区，作为湿地生

态源。
２．３．２　 综合阻力面构建

阻力面的构建直接影响生态廊道的模拟结果［２２］。 本研究先基于湿地形成的影响因素构建基础阻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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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虑湿地发展的驱动因素构建综合阻力面。
（１）基础阻力面构建

为全面地分析湿地形成的影响因素，收集了景观、气候、地形和社会共 ４ 方面的 １２ 个预测变量（表 ３）。
将湿地源的点数据和 １２ 个变量栅格数据导入 ＭａｘＥｎｔ 软件，通过贡献率确定关键因子及其权重［５４］。 然后，在
ＧＩＳ 软件中将所有数据归一化处理，并按权重进行地理空间数据求和，构建基础阻力面。 不同以往研究的断

点分级赋值法［６０］，本研究以归一化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减少数据在处理过程中的损失。 公式如下：

Ｘｎｏｒｍ ＝
Ｘ－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正向因子） （３）

或 Ｘｎｏｒｍ ＝
Ｘｍａｘ－Ｘ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负向因子） （４）

式中，Ｘ 为原始数据，Ｘｍｉｎ和 Ｘｍａｘ分别为数据集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Ｘｎｏｒｍ为归一化后的数据。

表 ３　 影响湿地分布的预测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预测变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阻力面构建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景观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土地利用类型
按景观阻力进行赋值，即湿地＝ １，耕地和草地＝ ２，林地＝ ３，裸地 ＝ ４，建设用地 ＝ ５，
再归一化处理

与主要水系距离 通过 ＧＩＳ 的欧式距离处理后，再归一化处理

归一化植被指数 归一化处理

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 降水 逐月数据转化为年平均数据后，归一化处理

气温 逐月数据转化为年平均数据后，归一化处理

大气湿度 逐月数据转化为年平均数据后，归一化处理

地形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高程 归一化处理

坡度 归一化处理

土壤湿度 归一化处理

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 人口分布 归一化处理

与主要道路距离 通过 ＧＩＳ 的欧式距离处理后，再归一化处理

与主要居民点的距离 通过 ＧＩＳ 的欧式距离处理后，再归一化处理

（２）基于 ＳＣＳ⁃ＣＮ 模型的雨洪淹没风险分析

ＳＣＳ⁃ＣＮ 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雨洪淹没风险区的识别［２９］，利用土地利用类型、降雨量、地形及土壤地质数据

进行地表径流量模拟。 公式如下：

Ｑ＝ （Ｐ－λＳ ） ２

Ｐ＋（１－λ）Ｓ
（５）

Ｓ＝ ２５４００
ＣＮ

－２５４ （６）

式中，Ｑ 为地表径流量；Ｐ 为降雨量；λ 为初损率，取经验数值 ２０％；Ｓ 为土壤最大滞水量；ＣＮ 为地表径流系

数，参照《城镇雨水系统规划设计暴雨径流计算标准》（ＤＢ１１ ／ Ｔ ９６９－２０１６）取值不同地类的径流系数。
首先，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水文分析模块将研究区划分为 ２６ 个汇水区。 在各汇水区范围内，按照各地类占比，

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综合径流系数。 然后，利用 ＳＣＳ－ＣＮ 模型计算各汇水区在 ２０２１ 年极端日降雨量

（２９２．１ｍｍ）和平均日降雨量（３３．５ｍｍ）的径流量和体积。 最后，联合 ＧＩＳ 软件的 ３Ｄ 表面体积模块基于 ＤＥＭ
数据获取各汇水区的高淹没风险区和一般淹没风险区的位置。

（３）基于 ＫＤＥ 的人文景观密度分析

为分析研究区内人文景观 ＰＯＩ 的空间分布，采用 ＧＩＳ 软件的核密度估计（ＫＤＥ）分析，计算要素在邻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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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直观反映离散值在连续区域的分布情况［６１，６２］。 核密度值越高，则该处的聚集程度越高。 公式如下：

ｆ（ｘ） ＝ ∑
ｎ

ｉ ＝ １

１
ｈ２ ｋ（

ｄｉ

ｈ
） （７）

式中，ｆ（ｘ）为位于 ｘ 位置的核密度估计函数，ｋ （）为空间权重函数，ｈ 为衰减值，也称为带宽；ｎ 为样本量；ｄｉ为

当前点 ｘ 与样本观测点 ｘｉ间的欧氏距离。
（４）基于 ＳＨＤＩ 的生物多样性分析

在缺乏全面的生物多样性实地监测数据情况下，利用景观格局指数中香农多样性指数（ＳＨＤＩ）反映生物

多样性空间格局分布成为重要手段［６３—６４］。 ＳＨＤＩ 值越高，说明景观异质性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生物多样

性越丰富［６５］。 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将土地利用数据导入其中，设置 １００ｍ×１００ｍ 移动窗口计算全局 ＳＨＤＩ，获
得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图。

计算公式如下：

ＳＨＤＩ ＝ － ∑
ｍ

ｉ ＝ １
Ｐ ｉ ｌｏｇ２ Ｐ ｉ （８）

式中：Ｐｉ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ｉ 占总景观的面积比，ｍ 为景观中存在的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基于上述研究，首先将雨洪淹没风险、人文景观密度和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转化为各功能阻力面（表

４）。 然后，综合阻力面是将基础阻力面与各功能阻力面按一定权重进行空间求和。 原有景观、气候和地形等

因素构建的基础阻力面是多功能湿地廊道识别的基础，其权重应略大于受环境变动和人类活动影响的各功能

阻力面。 因此，参考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２］研究，将基础阻力面与各功能电阻面分别按 ０．６ 和 ０．４ 进行加权求和，构建各

功能综合阻力面。

表 ４　 各功能阻力面构建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各功能阻力面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空间数据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阻力面构建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雨洪调节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雨洪淹没风险分布
按景观阻力进行赋值，即高淹没风险区 ＝ １，一般淹没风险区 ＝ ２，低淹
没风险区＝ ３，再归一化处理

文化服务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人文景观密度分布 归一化处理

生态保护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生物多样性分布 归一化处理

２．３．３　 功能湿地廊道提取

ＭＣＲ 模型于 １９９２ 年被提出后［６６］，已成为模拟生态廊道的常用方法。 该模型基于综合阻力面提取生态

源之间的最小成本路径［５９］。 Ｇｒａｐｈａｂ 是一款综合了 ＭＣＲ 和图论的软件工具［６７］，将核心湿地生态源和各综合

阻力面栅格数据依次导入该软件，利用创建图谱工具，提取各功能湿地廊道。 计算公式如下：

ＭＣＲ ＝ ｆｍｉｎ∑
ｉ ＝ ｍ

ｊ ＝ ｎ
Ｄｉｊ × Ｒ ｉ( ) （９）

式中，ＭＣＲ 为从源 ｊ 到空间中格网单元的最小累积阻力值， ｆ 为最小累积阻力和生态过程的正相关系数，Ｄ ｉｊ

为从源 ｊ 到景观 ｉ 之间的空间距离，Ｒ ｉ为景观 ｉ 的阻力系数。
２．３．４　 “人居⁃湿地”网络优化

生态网络构建的湿地网络仅提供潜在路径，无法直接指导工程实践。 因此，结合径流河网脉络和现状水

网结构优化湿地网络十分必要。 首先，通过径流河网模拟确定水流方向，并进行河网分级。 基于 ＤＥＭ，利用

ＧＩＳ 的水文分析工具提取径流河网，明晰主要湿地廊道的脉络结构［２３，６８］。 使用 ｃｏｎ 条件函数，分别提取流量

大于 １５００ 和 ５００ 的数据，作为一级河网和二级河网。 然后，基于现状水网构建三级湿地网络，将湿地按空间

形态划分为湿地斑块和湿地廊道，依据湿地规模和功能分为三级［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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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现状湿地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区内湿地类型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沟渠和坑塘等，面积大小不一，分布分散。 ＭＳＰＡ 结果显示

（图 ４），核心区面积最大，占湿地景观的 ５６．７５％。 边缘区次之（２０．０４％），３０ｍ 宽度有效排除易受干扰斑块，
保障核心区稳定性。 孤岛面积占比第三（１０．６８％），表明小斑块湿地较多，景观破碎。 桥接面积占比较少

（３．０８％），反映湿地连通性较低。 因此，湿地形态结构有待调整，连通性需进一步提升。

图 ４　 基于 ＭＳＰＡ 的湿地景观类型及生态源识别

Ｆｉｇ．４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ＳＰＡ

ＭＳＰＡ： 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核心区指较大的生境斑块，是生态源基础；边缘区指核心区周围的像元，

是生态缓冲和过渡带；孤岛指不与核心区相连的小斑块，易受外部干扰；支线指一端连接斑块的细长区域；桥接区指连接两个或多个核心区

的狭窄区域，是生态网络中连接斑块的廊道；环道区指连接同一核心区的廊道，是内部物种迁徙的捷径；孔隙指被核心区或斑块包围的非湿

地像元，是景观内部的空隙；ｄＰＣ 指斑块重要性指数，数值越高，对景观连通性越重要

本研究选取了 ３２ 块湿地作为生态源，这些湿地在面积、连通性和生态重要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图 ４）。
东圳水库在各项指标上表现突出，面积大、连通性好、生态重要性高。 木兰溪近入口海湿地具有较高的生态重

要性，尤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玉湖由木兰溪旧道开挖形成，虽然其面积和重要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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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有限，但在区域雨洪调蓄和文化景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其他湿地生态源如红山水库、土海湿地和白塘

湖等，虽连通性和重要性较低，但对湿地网络的稳定性和韧性不可或缺。 总体而言，各湿地生态源在维持景观

连通性和支持多项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３．２　 基于多重环境因素的综合阻力面

３．２．１　 湿地形成的影响因素

通过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计算 １２ 个预测变量对湿地形成的影响程度，排除了 ＮＤＶＩ、大气湿度、土壤湿度和与居

民点的距离 ４ 个影响较小的变量，重新进行了迭代分析。 从响应曲线来看（图 ５），湿地形成的关键区域集中

在以下范围：土地利用类型值为 １—２（即湿地、草地和耕地）、与主要水系距离为 ０—１０００ｍ、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０５０—１２５０ｍｍ、年平均气温为 ２０．５—２２．５℃、高程为 ０—２００ｍ、坡度为 ０—３０°、人口密度为 ０—２００ 人 ／ ｋｍ２、与
主要道路距离约 ５００ｍ。 其中，土地利用类型、与主要水系距离、降水、高程、坡度和人口密度为正向阻力因子，
即这些环境变量的升高会增加湿地形成的阻力；而气温为负向阻力因子。 与主要道路距离在 ０—５００ｍ 内为

负向阻力因子，超过 ５００ｍ 则转为正向。 从贡献率和重要性来看（表 ５），景观因素中，土地利用类型对湿地分

布的贡献率最大（８６．９％），与主要水系距离的贡献率为 １．８％。 气候因素中，降水和气温的贡献较高，分别为

４．２．％和 ２．１％。 地形因素中，高程和坡度的贡献率较均衡（１．８％—２．３％）。 社会因素对湿地形成的影响最小，
人口分布、与主要道路距离的贡献率和重要性均不足 １％。

图 ５　 响应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通过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迭代 １０ 次，输出的平均值作为结果，平均检验 ＡＵＣ 为 ０．９８９（接近 １），表明该模型计算结果可靠；响应曲线反映了湿地形

成概率与 ８ 个影响因子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

３．２．２　 湿地发展的驱动因素

湿地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防洪、创造人文景观和保护生物多样性［４５］，因此分析雨洪淹没风险分布、
人文景观密度分布和生物多样性分布对“人居⁃湿地”共生网络构建至关重要（图 ６）。 首先，淹没风险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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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各汇水区的低洼地带，一般风险区从高风险区域向外扩展，主要位于东圳水库及木兰溪下游的建设用

地和耕地。 林地因其较强的水分渗透能力，有效吸收和储存雨水，因此淹没风险相对较低。 其次，人文景观的

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城厢区和荔城区交汇的老城中心，形成文化密度最大的区域，涵江区也形成另一个文化

密度较高的区域，它们都靠近木兰溪主干流。 根据 ＰＯＩ 数据统计，研究区内有 ５８ 处休闲景观、１２０ 处历史文

物和 １００ 处展览文化场所。 尽管这些景观分布较为分散，但许多重要文化景观均位于湿地周边，如木兰陂世

界灌溉工程遗址、广化寺、囊山寺、市图书馆和博物馆等。 最后，生物多样性主要分布在景观格局变化丰富的

区域，尤其是水陆交接地带。 湿地与草地、耕地及建设用地等不同景观的交替变化为物种提供了丰富的栖息

空间。 整体来看，生物多样性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木兰溪下游的河网密布区。

表 ５　 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和重要性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贡献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重要性 ／ ％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景观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土地利用类型 ８６．９ ９４．５

与主要水系距离 １．８ ０．１

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 降水 ４．２ ０．２

气温 ２．１ ２．３

地形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高程 ２．３ １．３

坡度 １．８ １．２

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 人口分布 ０．５ ０．３

与主要道路距离 ０．３ ０．１

　 　 贡献率越高，表示对模拟位点拟合结果的贡献越大；重要性越大，说明位点采集到的环境变量比例越大

图 ６　 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３．２．３　 各阻力面特征

根据不同驱动因素的特点，阻力面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图 ７）。 基础阻力面的低值主要分布在湿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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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区域。 雨洪调节阻力面的低值集中在湿地及其周边区域，分布较为集中。 文化服务阻力面的低值分布除

湿地区域外，部分建成区也形成低值区。 最后，生态保护功能阻力面的低值区分布较广，除湿地和耕地外，还
沿水陆交接地带向外延展。

图 ７　 基础阻力面和综合阻力面

Ｆｉｇ．７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图 ８　 各功能湿地廊道分析图

Ｆｉｇ．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３．３　 各功能潜在湿地廊道

基于湿地生态源和功能综合阻力面，利用 ＭＣＲ 模型提取了各功能潜在湿地廊道（图 ８）。 从空间形态

看，三种功能廊道走向大体一致，均形成由外围湿地斑块连接的外圈湿地网，并呈纵向汇集到木兰溪干流湿

地，但具体路径各有不同。 从数量和长度看，人文滨水廊道＞生态湿地廊道＞雨洪调节廊道。 虽然雨洪调节和

生态湿地廊道数量较少，但横向连通性较强。 从复合功能看，三种功能复合廊道有 ３０ 条，长度占比 ５６％，是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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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网络修复的优先区域；两种功能复合廊道 １２ 条，占比 １５％；单一功能廊道 １９ 条，占比 ２９％。
３．４　 “人居⁃湿地”共生网络

结合径流河网和现状湿地对潜在功能廊道进行修正（图 ９）。 对比分析显示，三者存在显著差异。 潜在湿

地廊道基于湿地生态源之间的生物迁移路径，横向联系丰富，形成外围联系网络。 径流河网从山地水源发源，
沿高程地势汇入干流河道，最终流向出海口，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等级性。 现状水网则更加密集且无序，因此

需要梳理和分析其结构，才能提出有效的湿地网络修复策略。

图 ９　 “人居⁃湿地”共生网络

Ｆｉｇ．９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人居⁃湿地”共生网络由多功能、多层级的湿地斑块和湿地廊道构成，本研究区形成三级湿地网络结构。
（１）湿地斑块的面积对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性具有重要影响（表 ６）。 根据福建省《重要湿地认定指

标》（ＤＢ３５ ／ Ｔ１９９７—２０２１），一级湿地斑块（≥８ｈｍ２） ［６９］ 能够维持完整的生态系统，支持从水禽到微生物的多

样性。 研究区内共有 ７ 个一级湿地斑块，按面积依次为：东圳水库、玉湖、土海、白塘湖、红山水库、石盘水库和

人民公园。 此外，研究区外的兴化湾，位于木兰溪入海口，亦是一个重要的一级湿地斑块，有效保障了研究区

生态网络的完整性。 二级湿地斑块（１－８ｈｍ２） ［３８］ 虽然面积较小，但仍能提供一定的生态功能和栖息地，适合

小型物种。 研究区内共有 １８ 个二级湿地斑块，包括：红旗水库、后寺水库、后井水库、南湖、沁后水库和沁头海

等。 三级湿地斑块（＜１ｈｍ２）生态功能有限，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包含除一、二级湿地斑块外的其他小型湿地斑

块。 研究区内可在河网交叉口处增设 １０ 个三级湿地斑块，作为湿地网络中的踏脚石。
（２）湿地廊道的功能多样性在等级划分中起着关键作用（表 ７）。 一级湿地廊道由三种复合功能的湿地

廊道构成，研究区内形成“三纵三横”的湿地水网结构。 “三纵”包括延寿溪、后卓溪－和平河、塘头河；“三横”
则是外渡渠－太平坡总渠、木兰溪干流、南渠－后港沟。 为了保障一级湿地网络的连通性和稳定性，需重点修

复沁后水库到太平坡总渠、红山水库到南渠、沁头海到后港沟这三段湿地廊道。 二级湿地廊道由两种功能或

单一功能的湿地廊道组成。 其中，溪口河、洋埕河、护城河、东圳渠道等以打造人文滨水景观为主，梧梓河、桥
头河等应重点关注雨洪调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两种功能复合廊道主要是在人文滨水或雨洪调节的基础上

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 修复重点在于梧梓河与塘头河的横向人文滨水廊道，以及一些局部湿地廊道断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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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湿地廊道则是除一、二级湿地廊道外的其他现有河道，这些河道宽度较小，廊道等级较低。

表 ６　 湿地斑块分级表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ｔｃｈｓ

等级
Ｇｒａｄｅ

划分标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生态功能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空间分布特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一级湿地斑块
Ｇｒａｄｅ １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ｔｃｈｓ 面积≥８ｈｍ２的湿地斑块

维持完整的生态系统，支
持从水禽到微生物的多
样性。

共 ８ 个（含研究区外的兴
化湾）

较均衡地分布在流域下游
区域，保持了一定的空间间
隔，具有独立性和稳定性。

二级湿地斑块
Ｇｒａｄｅ 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ｔｃｈｓ

面积为≥１ 且＜８ｈｍ２的湿
地斑块

提供一定的生态功能和
栖息地，适合小型物种及
其生态过程。

１８ 个

相对分散但又有所集中的
分布格局，１６ 个分布在主城
流域上游山区，２ 个位于下
游区域。

三级湿地斑块
Ｇｒａｄｅ ３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ｔｃｈｓ 面积＜１ ｈｍ２的湿地斑块

通常支持特定物种，生态
功能有限，且容易受到外
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增设 １０ 个
除现状斑块外，可在河网交
叉口处增设

表 ７　 湿地廊道分级表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等级
Ｇｒａｄｅ

划分标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廊道宽度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ｗｉｄｔｈ

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廊道特征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网络修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一级湿地廊道
Ｇｒａｄｅ １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主要由 ３ 种复合功

能的湿地廊道组成。

≥３０ｍ １０ 条 研究区内形成“三纵三横”的
空间湿地水网结构。 其中，
“三纵”包括延寿溪、后卓溪⁃
和平河、塘头河；“三横”主要
有外渡渠⁃太平坡总渠、木兰
溪干流、南渠⁃后港沟等。

重点修复沁后水库到太平坡总
渠、红山水库到南渠、沁头海到
后港沟这 ３ 段湿地廊道。

二级湿地廊道
Ｇｒａｄｅ 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主要由 ２ 种功能或
单一功能的湿地廊
道组成。

≥１５ｍ １５ 条 溪口河、洋埕河、护城河、东圳
渠道等以打造人文滨水景观
为主，梧梓河、桥头河等应注
重雨洪调节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

修复重点在于梧梓河与塘头河
的横向人文滨水廊道，以及一些
局部湿地廊道断点。

三级湿地廊道
Ｇｒａｄｅ ３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包括除一、二级湿地
廊道外的其他现状
河道。

≥３ｍ 增设 ６ 条 除一、二级湿地廊道外的其他
现有河道。

增设 ６ 条廊道，将二级斑块与就
近水系连接。

　 　 湿地廊道宽度为 １５—３０ｍ 有利于保护哺乳、爬行和两栖类动物［７０—７１］ ，而宽度小于 ３ｍ 的水面难以发挥有效的生态廊道功能［３８］

４　 讨论

４．１　 “人居⁃湿地”共生网络的优势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人居⁃湿地”共生理论的多功能湿地网络识别框架，具有显著优势。 从景观生态学角

度来看，该框架增强了生态连通性，强调人居环境与湿地的互动，促进生态通道设计，改善生物迁移和基因流

动。 同时，共生网络提升了生态服务功能，更全面满足城市居民的“三生”需求，强调湿地在调节水循环、支持

生物多样性和提供文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此外，通过多层次、多功能的设计，增强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复

杂性和功能多样性，提高了其应对环境变化和人为干扰的适应性和恢复力。 从数据驱动和政策支持角度来

看，基于开放数据的识别方法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快速识别和评估湿地网络，减少传统勘查的资源消耗；同时，
“人居⁃湿地”共生理念与中国当前推行的“四水四定”“海绵城市”“城市双修”等政策高度契合，为政策实施

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手段。
４．２　 “人居⁃湿地”共生网络的环境因素分析

本研究探讨了多重环境因素对湿地网络建设的影响。 通过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分析，土地利用类型是影响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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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最显著因素［５７，５９］，现有湿地、草地和耕地景观是湿地网络修复和重构的基础。 与绿地生态网络构建将

ＮＤＶＩ 作为重要因素不同［１２，４８］，ＮＤＶＩ 对湿地形成的正反向作用难以界定，ＮＤＶＩ 值较高的森林与较低的建成

区都不易形成湿地。 此外，气温和降水作为重要气候因素被纳入考量，其中降水的影响超过地形因素，仅次于

土地利用类型，且降水少、气温高的地区更易形成湿地，这可能因为高降水区通常位于植被密集的山区，而高

气温区则多为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与主要道路距离约 ５００ｍ 时，湿地形成概率最大，且正负

影响在此处转折。 这一发现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观认为距离主要道路越近阻力值就越大［２７，５９，７２］。 原因在于一

些道路沿水系或环湖修建，如木兰大道、玉湖路、涵黄大道等滨水大道的开发。 各功能阻力面的构建通过 ＳＣＳ
－ＣＮ 的雨洪淹没分析、人文景观核密度分析、浓香多样性指数分析，将人居环境需求和资源转化为空间分布

数据参与综合阻力面构建。 特别是浓香多样性指数能识别水陆交接地带，可作为改进湿地生态网络构建的重

要指标［６８］。 从结果来看，潜在廊道的数量和长度依次为：人文滨水廊道＞生态湿地廊道＞雨洪调节廊道，这与

多功能绿地生态网络的研究结果相符［７２］，表明该方法和结论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普适性。
４．３　 “人居⁃湿地”网络的共生策略

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人居⁃湿地”外共生，需要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角度出发，结合湿地廊道的主导功

能，科学规划滨水空间。 遵循生态优先、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实现湿地与城

市发展的和谐共生（图 １０）。

图 １０　 多功能湿地廊道策略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１）在雨洪调节廊道，设置一定的洪泛区，还水以空间，实施雨水管理措施，增设雨水滞留池。 如荷兰“还
地于河”的治水理念［７３］，新加坡加冷河的“水涨人退，水退人进”的空间互动［７４］，都是将硬质堤坝或沟渠通过

湿地生态恢复改为绿色河流廊道。 同时，中国的海绵城市、美国的低影响开发（ＬＩＤ）、英国的可持续发展排水

系统（ＳＵＤＳ）、澳大利亚的水敏感性城市设计（ＷＳＵＤ）、新加坡的“活力⁃美丽⁃干净” （ＡＢＣ）全民共享水计划

等，都是转变传统功能单一的排水方式，结合城市景观，创建生态可持续滨水空间的有效途径［７５—７６］。
（２）在人文滨水廊道，设置滨水绿道，串联文化景观，沿线合理布置基础服务设施，并在重要文化资源点

扩展公共开放空间（滨水公园、广场等）。 如韩国的清溪川、美国的芝加哥河，建立连续的滨河步道系统，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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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题的线性公园，河流链接城市文化景观，以及举办节庆活动促进河流的综合利用［７７—７９］。 同时，近年来

国内也重视滨水文化景观的规划，如广东省“万里碧道”水岸规划、浙江省嘉兴市“九水连心”景观系统规划

等，将水域治理的范围从传统的河道扩大到滨水区域以及更广阔的城市内部，打造以水为廊道的公园

群落［８０］。
（３）在生态湿地廊道，设置生态保护区、生态缓冲区和建设控制线等，以最小干预原则保护物种多样性。

生态缓冲区是湿地核心保护区与人居环境的过渡带，既是湿地扩展的资源储备地［８１］，又可进行适度的低影响

利用，如湿地公园的建设。 厦门五缘湾湿地公园、澳门龙环葡韵湿地公园等都是在城市中的湿地公园，既保护

了湿地动植物，又满足了城市居民“亲生命性”的精神需求［８２—８３］。
在莆田主城流域，复合功能湿地廊道多于单一功能廊道，其建设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需求，上述策略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整合。 木兰溪经历了“水患之河、安全之河、生态之河、发展之河”的历史演进［８４］。 防洪功

能是木兰溪的首要任务，需要明确洪水防护等级和保护范围，建设智能化监测预警系统，合理设计滞洪区和排

水系统。 生态保护是木兰溪发展的基础，需划定不同的生态功能区，如保护区、缓冲区、景观区等；建设生态过

滤带和湿地净化带，减少污染物流入木兰溪水网；实施岸线生态修复，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和生物多样性；适
度开发湿地公园，开展生态湿地科普教育。 文化建设是推动木兰溪发展的创新路径，应规划滨水文化空间

（如滨水公园、绿道和展览馆等），挖掘湿地沿岸的历史文化遗址和传统村落（如木兰陂遗址、黄头古码头和八

卦村等），促进生态文化旅游，打造木兰溪文创产品，举办水文化民俗活动，以木兰溪为文化名片，塑造地方品

牌与形象。
４．４　 局限性和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人居⁃湿地”共生网络的功能识别仅聚焦于雨洪调节、文化服务和生态保护

３ 项基本功能，未能全面反映其多功能性。 未来可扩展功能识别范围，考虑供水廊道、水质净化廊道和气候调

节廊道等。 此外，未来还可利用元胞自动机 （ＣＡ） 模型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多情景模拟预测，从而探索人

居环境与湿地空间的动态协调机制。

５　 结论

本文基于共生理论，以莆田主城流域为研究区域，探讨“人居⁃湿地”共生关系，分析湿地形成与发展的环

境因素，提取雨洪调节、人文滨水和生态湿地廊道，指导滨水空间规划。 首先，本研究构建了“人居⁃湿地”共生

理论框架，强调湿地生态与人类居住环境的双向共生关系。 通过分析湿地的生态网络修复与土地利用结构优

化，提出“内共生”与“外共生”的协同发展模式，以实现人居环境中生活、生产、生态的需要端与湿地生态系统

服务的供给端之间的功能匹配。 其次，研究揭示了湿地形成与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 湿地的形成受到景观、
气候、地形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土地利用类型对湿地形成具有主导影响。 湿地的发展还与防洪需求、人文

景观开发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 此外，在湿地功能廊道方面，人文滨水廊道在长度和数量上居多，生态

湿地廊道和雨洪调节廊道次之。 复合功能廊道展现出较强的优势，表明了湿地功能在空间布局上的高效复

合。 进一步地，研究揭示了莆田主城流域的三级湿地网络结构，其中一级湿地网络形成了“三纵三横”的空间

格局，增强了湿地网络的连通性和生态服务能力。 最后，本研究提出了滨水空间优化策略，包括雨洪调节廊道

设置洪泛区与雨水滞留池，人文滨水廊道建设滨水绿道与开发文化景观，以及生态湿地廊道建立生态保护区、
缓冲区和景观区等。 本研究为湿地资源利用和人居环境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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